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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抽样调查策略研究
———以武陵山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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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我国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划定的重要区域，目前部分优先区已陆续开展生物本底资料

的调查评估工作，但受限于经费、时间等条件，对区内所有县域或网格全覆盖式科考，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而区域尺度的抽样

设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结合层次聚类和系统抽样方法，同时考虑历史调查资

料的系统完整程度和空间保护属性，提出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抽样方案。 首先将研究区域内的所有县域聚为 ５ 类，每类挑选出 ２
个重点县域，共获得 ６ 个历史上进行过系统科学考察的县域和 ４ 个本底资料相对缺乏的县域，进而挑选出 ７６ 个重点调查网格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其中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 ３６ 个，保护区外的人类干扰网格 ４０ 个，抽样比例为 １１．０９％，每个网格平均调查经

费为 ２．５２ 万元。 该抽样策略区分了调查层次并突出重点区域，使调查和评估更有针对性，进一步完善了保护优先区基础调查

系统，也强化了项目管理能力，对其他保护优先区项目开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基础调查；抽样策略；武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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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已记录物种 １１０２３１ 种，其中高等植物 ３７７００ 余种，居
世界第三位；脊椎动物 ４３００ 多种（海洋鱼类除外），近 ３７％的物种为中国特有种［１⁃２］。 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

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受威胁物种比例达 ２１．４％［１］。
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严峻形势，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３⁃４］。 ２０１０ 年，国家常

务会议第 １２６ 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将生物多

样性本底调查与观测作为主要任务和优先行动［５⁃６］。 ２０１５ 年，为贯彻落实该行动计划，加强生物多样性重点

区域保护与监管，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核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边界，确定了 ３５ 个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以下简称保护优先区），以推动实现国家生态保护工程战略。 ２０１６ 年，保护优先区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示范项目启动，在云南、四川、湖北、陕西、北京等地区选择了部分县域作为试点调查，为期

二年。 ２０１９ 年，武陵山、太行山、横断山南段等保护优先区的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以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 面积的网

格（以下简称网格）为调查单元，旨在摸清本底、掌握变化、明确威胁和评估保护成效，从而提出针对性保护对

策建议，有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工作。
保护优先区面积大且涉及县域数量多，如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以下简称武陵山区）总面积

６８５４９ ｋｍ２，涉及 ５ 个省（直辖市）的 ４４ 个县域（图 １），重点网格 ６８６ 个。 由于项目经费、调查强度、工作时间

等有限，对每个县域和网格进行全面调查并不现实也无必要。 因而，为使调查和评估更有针对性，项目前期对

抽样技术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７⁃８］。 一般来说，抽样方法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和聚类

抽样四种，实践中往往不同抽样方法分阶段结合使用［７， ９］。 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并无针对保护优先区抽样策

略的相关研究报道，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实施。
本研究以武陵山区为研究对象，在项目正式开始调查前，对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预评，旨在提出

一套科学可行的抽样策略，进一步完善保护优先区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系统，强化项目管理能力。 本研究首

先甄选代表性指标，采用层次聚类方法对武陵山区县域进行分类，结合当地可供比较的本底资料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挑选出重点调查县域。 针对每个调查县域，将网格与保护区数据图层叠加，挑选出保护区内的网格作

为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依据系统抽样原则等间隔抽取保护区外的网格作为人类干扰网格，两类网格共同组

成重点调查网格，便于后续数据对比和分析。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武陵山区位于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贵州五省交界处（１０６°５６′—１１１°４９′Ｅ， ２７°１０′—３１°２８′Ｎ，图 １），属
于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是我国西南高山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及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区，由一系列

北东向平行褶皱山地组成。 平均海拔约 １０００ ｍ，主峰为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最高峰凤凰山，海拔 ２５７２ ｍ。 武

陵山区具有明显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特征，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热量充足，降水充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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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岭，水系发育成熟［１０］。 立体型的地貌结构和气候布局，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丰富多

样的生活环境，作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武陵山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１０⁃１３］。 同时，武陵山

区位于我国西南山地边缘，也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１４］。 在古地质地理背景下，本区受第四纪冰

川寒流的影响较小，是众多生物类群的南北迁移通道及古老孑遗物种的庇护所［１５］。

图 １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行政区划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报道较多，并且大部分为基础调查研究。 其中大范围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调查

工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间，中国科学院组织来自 １３ 个研究所的 ５００ 余位科学工作者对武

陵山区进行了生物资源的全面调查和评价，并且作为“七五”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出版了《西南武陵山地区动

物资源和评价》《西南武陵山地区无脊椎动物》《西南武陵山地区昆虫》《武陵山地区维管植物检索表》等多本

专著［１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武陵山生物多样性综合考察”项目启动，主要对武陵山区

域的动植物多样性开展连续 ５ 年的全面野外考察，并对区域内的资源现状进行评估，但目前尚未有结果发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保证数据质量和可比性，同时由于前期工作时间有限，本研究并没有收集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

济零散资料，而是严谨地选取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代表性数据库，以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 这些数据库都执行

了严格的数据收集工作，并对信息源进行了质量控制，适合对项目区域现状进行初步判断。
动物方面，选择 Ｊｅｎｋｉｎｓ 等在 ２０１３ 年建立的哺乳类、鸟类和两栖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数据库［１６］，分辨率 １０

ｋｍ，同时又下载了 Ｒｏｌｌ 等在 ２０１７ 年建立的爬行动物矢量分布数据集［１７］，最终形成陆生脊椎动物数据库。 植

物方面，选择 Ｘｕ 等在 ２０１６ 年建立的中国维管束植物丰富度县级分布数据集［１８］，该成果能很好地满足项目需

求。 生态系统方面，下载中国 １∶１００ 万植被类型空间分布数据，此图集是研究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特征必不

可少的科学资料和重要依据［１９⁃２０］。 人类活动强度方面，本研究选择 Ｖｅｎｔｅｒ 等在 ２０１６ 年建立的人类足迹数据

库［２１］，分辨率 １ ｋｍ，该数据库整合了人口居住地、土地利用类型、道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 ８ 个基本图层，可
以代表人类活动的总体强度。 本文所用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１∶１００ 万全国基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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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库。
依据所获数据，最终确定五个抽样指标：动物丰富度、植物丰富度、物种受威胁程度、生态系统多样性、人

类活动强度（表 １）。

表 １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聚类抽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项目目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评估层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计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资料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生物多样性调查 物种 动物丰富度 陆生脊椎动物物种丰富度 ［１６⁃１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植物丰富度 维管束植物物种丰富度 ［１８］

物种受威胁程度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列为 ＶＵ、ＥＮ 和
ＣＲ 级的脊椎动物种类数

［１６］

生态系统 生境多样性 包含的植被亚类数目 ［１９⁃２０］

生物多样性评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强度 人类足迹指数均值 ［２１］

　 　 ＩＵＣ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Ｕ：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ＥＮ：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ＣＲ：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２．２　 层次聚类与县域抽样

层次聚类又称树聚类，是实际应用最为广泛的聚类算法之一［２２］。 基于数据联接规则，该方法反复将数据

进行分裂和聚合，以形成一个层次序列的聚类问题解，算法快速直观，能有效进行数据划分或分组处理［２２⁃２５］。
对于所获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 进行投影变换、裁剪、空间叠加和提取，分别得到武陵山区不同指标图层，

计算平均值并赋值给 ４４ 个不同县域。 使用 ＳＡＳ ９．１ 执行层次聚类统计分析，依据半偏决定系数（ｓｅｍｉ－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ＳＰＲＳＱ）统计量，并结合人类活动强度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确定合适分类数量。

依据武陵山区历史综合科学考察资料［１０⁃１３］确定历史调查地点，即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料系统且完整地区。
为了在项目后期深入对比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考虑这些地区，同时衡量县域抽样空间分布的

均匀性和经费成本，对所有县域进行层次聚类后，每类挑选 ２ 个作为重点调查县域。
２．３　 系统抽样与网格抽样

系统抽样又称等距抽样，一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第一个样本单元，然后依据一定的抽样距离抽取其

他样本单元。 该方法简单机械，能很大程度避免主观选择偏好的影响，是常见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抽样

方法［７， ９， ２６］。
针对挑选出的重点调查县域，为了便于在项目调查完成后对比分析保护现状与成效，依据自然保护区分

布情况，将县域内的网格分为两类，即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和人类干扰网格。 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 软件将网格图层

与自然保护区图层进行空间叠加，挑选出有保护区分布的网格作为生物多样性富集类型网格。 武陵山区自然

保护区数据源自生态环境部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 依据系统抽样原则，间隔 １—２ 个网格进

一步抽取位于保护区外的网格作为人类干扰网格。 确保两类网格数量近似相等，最终挑选出的所有网格作为

项目重点调查网格。 根据武陵山区项目总体预算，计算分析植物、兽类、鸟类、两爬、昆虫、真菌等类群的单元

网格经费分配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县域聚类

对 ４４ 个县域进行层次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武陵山区应分为 ５ 类区域（图 ２），每类可简要概括为：第Ⅰ类，
人类活动强度剧烈，植物丰富度较低，但动物丰富度高；第Ⅱ类，人类活动强度较高，动植物丰富度也较高；第
Ⅲ类，人类活动强度中等，动植物丰富度较高，但受威胁物种种类少；第Ⅳ类，人类活动强度中等，植物丰富度

高，但动物丰富度低；第Ⅴ类，人类活动强度低，受威胁物种种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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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县域层次聚类

Ｆｉｇ．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ＷＣ： 务川县，ＬＦ： 来凤县，ＳＮ： 思南县，ＹＨ： 沿河县，ＤＪ： 德江县，ＸＳ： 秀山县，ＱＹ： 酉阳县，ＸＵ： 习水县，ＷＬ： 武隆县，ＤＺ： 道真县，ＹＪ： 印江

县，ＴＺ： 桐梓县，ＳＹ： 绥阳县，ＱＪ： 黔江区，ＬＳ： 龙山县，ＺＡ： 正安县，ＢＪ： 保靖县，ＲＬ： 沅陵县，ＪＪ： 江津区，ＨＦ： 鹤峰县，ＣＹ： 长阳县，ＷＦ： 五

峰县，ＴＹ： 桃源县，ＨＪ： 合江县，ＧＬ： 古蔺县，ＸＹ： 叙永县，ＣＳ： 赤水市，ＸＥ： 宣恩县，ＹＳ： 永顺县，ＳＭ： 石门县，ＳＺ： 桑植县，ＪＫ： 江口县，ＧＺ：

古丈县，ＥＳ： 恩施市，ＣＬ： 慈利县，ＳＴ： 松桃县，ＺＪ： 张家界，ＰＳ： 彭水县，ＸＦ： 咸丰县，ＪＳ： 建始县，ＳＵ： 石柱县，ＬＣ： 利川市，ＮＣ： 南川区，ＢＤ：

巴东县

３．２　 重点县域挑选

文献回顾发现，历史上武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地点主要分为两部分：南部主要位于江口县梵净山地区，北
部主要位于桑植县八大公山周围及张家界地区（图 ３）。 综合考虑层次聚类结果（图 ２）和时间维度上的可对

比性，在上述范围内本文挑选了 ６ 个县域，同时在系统性本底资料相对缺乏区域选择了 ４ 个县域，最终挑选出

１０ 个重点调查县域，分属 ５ 类区域：务川县 ＆ 来凤县（第Ⅰ类）、习水县 ＆ 印江县（第Ⅱ类）、南川区 ＆ 张家界

市辖区（第Ⅲ类）、桑植县 ＆ 江口县（第Ⅳ类）、鹤峰县 ＆ 赤水县（第Ⅴ类）。
３．３　 重点调查网格

依据空间叠加识别和系统抽样，本研究共获得 ７６ 个重点调查网格，其中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 ３６ 个，保护

区外的人类干扰网格 ４０ 个，两类网格数量比例接近 １∶１，抽样面积占武陵山区总面积的 １１．０９％。 以湖南地区

鹤峰县为例（图 ４），该地区共包括 ９ 个重点调查网格，其中位于有木林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的有 ５ 个，其
余 ４ 个位于保护区外，间隔 １—２ 个网格，均匀分布在鹤峰县南部。

经费分配上，植物、兽类、鸟类、两爬、昆虫、真菌六大类群的总经费为 １１５１ 万元（表 ２），对于依据本研究

抽取的 ７６ 个网格，每个网格所有类群总经费 １５．１５ 万元，每个类群平均经费为 ２．５２ 万元。 不同类群的网格平

均经费并不相同，其中植物最高，为 ４．６８ 万元，其次兽类为 ２．９１ 万元，鸟类、两爬和昆虫相等，均为 １．９５ 万元，
真菌平均经费最低，为 １．７１ 万元。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为了使样本能够更好地代表总体，抽样设计应尽可能避免盲目和主观随意［９， ２７⁃３０］。 不同于常规普查项

目，在保护优先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应调查与评估并重，物种或类群受威胁状态评估亦是重要目标。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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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重点调查县域分布

Ｆｉｇ．３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果仅在数据获得性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进行调查，无疑会大大削弱调查数据的有效评估能力。 因此，保
护优先区抽样策略需兼顾科学性和代表性原则，区分调查层次并突出重点区域，同时应特别注意数据的可对

比性，比如时间维度上与历史数据的对比，空间维度上保护区内外生物多样性本底的对比，这将直接关系到项

目结果的客观与可靠程度。 本研究提出聚类抽样和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抽样策略，同时考虑了历史调查资料的

系统完整程度和空间保护属性，将是否进行过系统的科学考察以及是否在保护区内作为分类和挑选标准，有
利于在调查完成后对比分析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和保护成效，更有助于制定“一类一策”的管理措施［２９］，提
高项目针对性和有效性。

表 ２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主要类群项目经费分配 ／ 万元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ｕ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ＲＭＢ

类群
Ｔａｘａ

经费总额
Ｔｏｔａ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

网格平均经费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ｇｒｉｄ

类群
Ｔａｘａ

经费总额
Ｔｏｔａ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

网格平均经费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ｇｒｉｄ

植物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３５６ ４．６８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 １４８ １．９５

兽类 Ｍａｍｍａｌ ２２１ ２．９１ 真菌 Ｆｕｎｇｕｓ １３０ １．７１

鸟类 Ｂｉｒｄ １４８ １．９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５１ １５．１５

两爬 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 ＆ Ｒｅｐｔｉｌｅ １４８ １．９５

本研究最终挑选出 ７６ 个调查网格，抽样面积比例为 １１．０９％，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抽样结果是作为武

陵山区项目必须完成的最低工作量，属于项目质控的必然要求，调查团队可根据调查对象、工作基础、区域特

点等进行灵活补充，可依据实际情况提高抽样比例。 此外，本研究抽样比例也受限于项目经费和调查强度。
以兽类为例，每个调查网格的平均经费为 ２．９１ 万元，调查要求每个网格中样线数量不少于 ２ 条且样线总长度

不少于 ６ ｋｍ，布设红外相机不少于 ５ 台，布设调查啮齿类等小型兽类的样方（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不少于 ２ 个，同
时一般应在春夏或秋冬季各进行 １ 次调查。 对于一个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 网格来说，调查经费显然并不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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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鹤峰县重点调查网格

Ｆｉｇ．４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ｉｄｓ ｉｎ Ｈｅ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本研究并未按照生境类型分层抽样［７， ２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抽样必须要考虑空间尺度问题，武陵

山区生境复杂，尽管对于抽样单元大小和形状目前尚有争论［７，３１］，但项目要求以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 网格为调查单

元，所有调查数据也需按照网格编号使用手机 ＡＰＰ 即时上传至云端，但每个 １００ ｋｍ２面积的网格包含了多种

不同生境类型，基本很难找出仅包含一种生境的网格，所以无法按照生境类型区分网格。 另一方面，不同类群

对生境类型划分要求是不同的，植物调查要尽可能细化，兽类、鸟类等类群比较粗放，很难统一。 在网格中布

设样线、样方、样点等进行实地调查时，即在微生境尺度，必须要考虑生境问题，应兼顾不同植被类型和海拔

段［７， ９， ２９］。 每个网格生境类型多样，可以满足不同类群的调查需求。 如果按照生境类型抽样，则可能需要缩

小调查单元面积，比如缩小至 ２ ｋｍ× ２ ｋｍ，数据汇总提交格式也要相应调整。
目前，武陵山、京津冀太行山、横断山南段等保护优先区调查对象均分为高等植物、兽类、鸟类、两爬、昆

虫、真菌等，不同类群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空间变异性，本文提出的抽样策略对于类群特异性抽样设计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与简单随机抽样相比，分层抽样可以更好的反映目标区域特征，进而减少空间误差［３２］。 此外，
应结合类群特性和实际情况，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搭配系统抽样等其他相关抽样方法［７］。 总体上，
抽样方案应该满足以下标准：首先，整体设计逻辑清晰，方法科学实用，易被不同人群所理解接受，具有可操作

性，划定明确且有代表性的抽样区，能真实反映保护优先区生物多样性现状；其次，突出数据的可对比性，调查

结果要满足后续评估需要，可揭示有意义的保护和管理成效；最后，强调抽样效率，应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科

考成果，考虑人力、经费等实际限制条件，抽样强度合理现实，保证抽样结果是能完成的。 项目执行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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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区域的抽样方案进行评估，向项目管理组报告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抽样设计，最终形成

一套保护优先区标准化抽样方案。
项目顶层设计和管理是保护优先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的重要环节［３０⁃３３］，需结合项目目标和预期成果，

明确调查区域，提出具有指示意义的、科学可行的分析框架，同时应重视累积的基础数据的深入讨论，为揭示

管理措施与保护成效之间的关系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全面开展，保护优先

区区域尺度的抽样方案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 本研究提出的抽样策略进一步完善了保护优先区生物

多样性基础调查系统，强化了项目管理能力，能为未来其他保护优先区调查评估项目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科学

参考与借鉴。
４．２　 结论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关乎全球生命共同体，关系人类福祉，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

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我国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划定的关键区域。 抽

样方案设计是获取生物多样性有效调查数据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基于层

次聚类和系统抽样方法，综合考虑历史调查资料的系统完整程度和空间保护属性，提出了一个科学可行的区

域尺度的抽样方案。 武陵山区范围内的县域可以分为 ５ 类，每类挑选出 ２ 个重点县域，包括 ６ 个历史上进行

过系统科学考察的县域和 ４ 个本底资料相对缺乏的县域，最终进一步获得 ７６ 个代表性重点调查网格，其中生

物多样性富集网格 ３６ 个，保护区外的人类干扰网格 ４０ 个，抽样比例为 １１．０９％，每个网格平均调查经费为

２．５２ 万元。 该抽样策略解决了保护优先区区域尺度的抽样问题，进一步完善了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系统，能
为未来其他保护优先区项目开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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